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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新能否助力低碳经济发展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 

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王雅莉 侯林岐 朱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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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 要】：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力量之源，低碳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利用 2005—2018 年全国 275 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降低碳强度的政策

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在降低碳强度的基础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各类试点

政策的推动效果依次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型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控政策；

第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结构转型效应 3条路径助力低碳经济发展；第

三，城市特质会影响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发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呈现由东到西递增的

地理空间差序格局、由高到低递减的城市等级差序格局，在人口规模与抑制效果之间呈现倒 U型作用，并且资源型

城市的抑制效果显著大于非资源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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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承担全球环境责任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之举。当下，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排

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降低碳排放强度(以下称碳强度),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2020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2030 年将实现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较 2005 年下降 65%以上，且

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上述愿景实现有赖于全社会在生活方式、生产技术、能源结构、

经济体系上的绿色转型。 

城市作为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和创新要素的集聚高地，是低碳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责任主体和行动单元[1,2]。为加快创新

型城市建设，2016 年科技部联合发改委制定《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旨在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

战略”,并营造“优良的人居环境和城市生态”。事实上，中国早在 2008 年就设立深圳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2010 年又审批

通过大连、青岛等 41个城市，2011年确立长春、连云港等在内的 6个城市，2012 年增加 3个城市，2013 年、2018 年又分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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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10个与 17个城市；截至 2018年末，已有76个地级以上城市和 2个县级市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那么，城市创新政策能否助力低碳经济发展?这是本文将研究的问题。当下，学界关于创新与低碳经济关系的探索尚有局限，

主要表现为：第一，学界多聚焦于低碳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倒逼作用。如有研究证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绿色专

利申请数增加、提升城市创新指数和创业指数[1,3],且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有助于激发企业低碳技术创新[4,5],但是鲜有研究关注

创新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二，现有低碳经济研究多从研发投入、专利数量视角切入，少有探究政府参与下创新政

策的低碳经济效应。如 Xu & Lin[6]、Yu & Xu[7]指出，增加研发投入能从工业层面降低能源强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李巍和郗

永勤[8]、Churchill等[9]证明，R & D 投入、专利数、财政科技支出有助于促进低碳发展。第三，关于创新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的路径研究较匮乏。如聂飞和刘海云[10]证明，创新型城市政策对 FDI 质量具有正向影响，而FDI 质量提升有利于遏制国内污染；

张华和丰超
[2]
证明，创新型城市政策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等提升碳排放绩效。 

为准确评估城市创新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将创新型城市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创

新型城市试点对降低碳强度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在研究视角上，王少剑和黄

永源[11]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用碳强度量化减排目标比碳排放总量或人均碳排放量指标更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以碳强

度为切入点，探究城市创新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扩充政府参与下创新政策对碳强度影响的研究视角。第二，在作用

机制上，在参考 Grossman & Krueger[12]、Brock & Taylor[13]研究的基础上，从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转型效应 3

个角度考察经济集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在城市创新助力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中介作用，厘清创新政策影响低碳经济发展

的路径。第三，在研究深度上，不仅考察创新型城市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比分析低碳城市、文明城市、智慧

城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环境重点监控等系列政策冲击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并围绕地理位置、人口规模、行政等级和

资源禀赋进行异质性探讨。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创新型城市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考核指标、主要任务、驱动模式均与低碳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

关联。具体表现为：第一，绿色低碳理念蕴含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考核指标中。《建设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阐明了创新型城市的

具体考核指标，其中包括万元 GDP 综合能耗、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等突出绿色低碳的基础指标与特色指标。这些指标要求试

点城市将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维度，从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2]。第二，创新型城市建设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为主要任务，而低碳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低碳经济发展源于可持续发展，如二氧化碳减排措施是推动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2];另一方面，由科技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政策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创新型城市的主

要任务包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具体项目[10]。由此可见，创新型城市建设也是推进

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第三，创新驱动模式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创新型城市建设要求城市驱动力由传统的资源、资本转向科

技、知识、人才等创新要素。这种驱动模式有助于生活理念转向低碳消费、低碳出行[14],有助于生产模式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向

知识、技术密集型过渡，有助于传统行业发展融合“互联网+”、数字经济等新技术优势[15],有助于城市发展由高投入、高消耗的

粗放型转向绿色低碳的集约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创新型城市政策能够有效降低碳强度。 

1.2 创新型城市政策对低碳经济的推动路径 

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规模、技术与结构变化[16],碳排放作为环境问题的一种，与污染物排放具有同根同源的典型特征。碳排

放与污染物排放均包含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燃烧
[17]
,企业污染能源的利用效率、清洁生产技术水平均是造成碳排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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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的直接影响因素[18],并且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在治理方式上具有共同点，如政府环保政策、排污许可、税收管制均有

助于提高污染企业进入壁垒与环境成本，进而减少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5,19]。同时，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在产生根源、治理方式

上的共同特征决定了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的推动路径也具有相似性。Grossman & Krueger
[12]

、Brock & Taylor
[13]

指出，经济活

动对环境的影响会通过规模变化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转型效应 3个途径产生。其中，经济规模总量增长会加大排放量，即

规模变化效应对碳排放的预期通常为负[16],但规模经济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却不甚相同。集聚经济理论认为，集聚会产生规模经

济效应与拥挤效应[20],当经济聚集处于一定阈值范围内时，信息、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更显著、污染治理更集中、资源利用效

率更高，即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节能减排[21,22]。基于此，本文从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转型效应 3个方面探讨创新

型城市政策的低碳推进路径，其理论机制如图 1所示。 

 

图 1创新型城市政策对低碳经济的推进路径 

1.2.1 规模经济效应 

创新型城市政策能够吸引不同生产要素在城市空间内聚集，伴随聚集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可降低碳强度。一方面，经济聚集

是规模经济效应发挥的基础，而创新型城市政策能够带来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指出，创新型城市

建设应以创新要素集聚为重点任务[2]2],该任务导向会推动试点城市创新服务聚焦、创新资源集聚、创新主体集聚与新兴产业聚变。

理论上，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创新服务聚集无疑会加快对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与信息等创新资源的吸纳[23,24,25]23-

25],在创新资金、创新人才、创新信息和创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加快新兴产业聚变与创新型产业聚集，进而形成以

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中心的吸附效应、聚合效应和规模效应[2]2]。另一方面，经济集聚具有两面性，关于聚集能否助力节能减排一

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理论上，工业污染排放量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治污努力程度以及公众与政府的监督成本，上述机制都具

备规模经济性[26]26],而紧凑的生产模式和环境治理模式有助于提高人力、物力等要素利用率。事实上，聚集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产

生的节能减排效应也得到一些证实。如陆铭和冯皓
[26]26]

证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有利于降低单位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任晓松
[27]27]

指出，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提高有利于降低碳强度。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创新型城市政策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碳强度。 

1.2.2 技术进步效应 

创新型城市政策的直接目的是提高城市技术水平，而技术进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2]2]。一方面，创新型城市旨在建

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城市，并以加强科学技术基础能力建设、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为任务导向。在《建设创新型城市

指标体系》中，明确要求地方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 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0%以上。曾婧婧和周丹萍[28]28]、徐换歌和蒋

硕亮[25]25]指出，创新型城市试点具有强烈的政策引导作用和标杆示范作用，不仅能够激发本城市在全要素生产率、R & D支出和

专利价值等方面提升创新能力，而且有利于促进相邻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遏制作用也得到

学界的普遍认同。从排放规模看，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清洁生产技术进步有助于在生产过程或末端治

理中减少二氧化碳量排放
[29]29]

。从产出规模看，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要素边际生产率，带动企业扩大产出、弥补成本增加。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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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边际生产率提高，总产出增大，全局碳强度得以降低。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创新型城市政策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效应降低碳强度。 

1.2.3 结构转型效应 

创新型城市政策能够倒逼城市产业结构转型，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缓解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建设

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中包含高新技术企业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比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重等与产业

结构高级化相关的指标[2]2],这意味着通过验收评估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胡兆廉等[24]24]指出，创新型城市建

设通过构建相应创新指标体系，能够促进创新要素聚集和创新环境改善，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是影响环

境的关键因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低碳经济效应来讲，工业是能源消耗的主要领域，产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转向知识、技术密

集型有助于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依赖，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30]30]。从产业结构合理化角度而言，产业分工细化、专业化合

作频繁、要素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转移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2]2]。当下，针对产业结构高

级化的低碳经济效应研究很多，但是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低碳经济效应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如李巍和郗永勤[8]8]指出，高技术

产业耗能更少、碳排放更低，碳强度仅为全行业的 5.3%;程中华等
[31]31]

指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减排效应较显著，而产业结构合

理化的减排效应较弱。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创新型城市政策能够通过结构转型效应降低碳强度。 

2 实证设计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构建 

本文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城市创新政策能否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在研究对

象上，考虑到数据有效性，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保留 275 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批次上，考虑到数据可得

性，将研究时间定为 2005—2018 年，以 2008年、2010 年、2011 年、2012年、2013 和 2018年通过的 76个创新型城市作为实验

组，其它未获批城市作为对照组。在研究方法上，参考胡兆廉等、曾婧婧和周丹萍[24,28]24,28]的研究，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识

别创新型城市低碳经济效应。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 t分别表示城市与时间；Yit表示被解释变量，即碳强度；DIDit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城市是否入选创新型城

市试点；controlit 为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city 和 year 为城市与年份虚拟变量；ε为不可观测的随机误差项。 

2.2 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碳强度(CI)。 

城市碳强度由每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取对数表示。借鉴任晓松、张般若和李自杰[27,30]27,30]的核算方法，采用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全社会用电量三类能源消费测算。其中，我国城市发电仍然以煤炭为主力，因此以燃煤发电测度二氧化碳排放。测

算公式如式(2)-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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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O2表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CI表示二氧化碳强度，GDPreal表示城市实际生产总值；Cn、Cp和 Ce分别代表天然气、液化

石油气和全社会用电量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n为天然气消费量、Ep为液化石油气消费量、Ee为全社会用电量；k为天然气排

放系数，v 为液化石油气排放系数，φ 为煤电燃料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η 为总发电量中煤电比重。其中，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参考任晓松(2020)[27]27]的研究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将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煤电燃料链温室气体的排放系数分别

设定为 2.1622kg/m
3
、3.1013kg/kg、1.3023kg/kW·h。 

(2)解释变量：创新型城市虚拟变量(DID)。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设定以城市是否出现在国家科技部网站公布的试点名单上为依据。该变量界定如下：对于城市 i来讲，

t∈[未获称号，获得称号),DIDit=0;t∈[获得称号，保持称号],DIDit=1。 

(3)中介变量：经济集聚程度(Gather)、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产业结构高级化(Structure)。 

第一，由于经济聚集是规模经济效应发挥的基础[22]22],因此采用经济集聚反映规模经济效应，而经济聚集通常以非农产业増

加值/城市行政土地面积表征。第二，技术进步是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的结果，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2]32],因此采用全要素生

产率反映技术进步效应。借鉴孙晓华和郭玉娇
[33]33]

的研究，利用公式 TFP=Ln(Y/L)-θLn(K/L)计算得到。其中，Y 为产出，以国

内生产总值衡量；K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的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以从业总人数衡量，θ为资本

产出弹性，取 1/3。第三，程中华等[31]31]指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低碳经济效应相较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低碳经济效应更显著，

因此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反映结构转型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通常以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表征。 

(4)控制变量：人口总量(Population)、财政科教偏向(Finance)、绿化水平(Green)、公共交通(Bus)、人口素质(Student)

和对外开放(Open)。 

其中，人口总量和财政科教偏向参考张般若与李自杰[30]30]的研究，分别采用年末常住人口数、财政科教支出/财政总支出衡

量；绿化水平和公共交通参考逯进
[34]34]

的研究，分别采用绿地面积、百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表征；人口素质和对外开放参考卞

元超等[16]16]的研究，分别采用百万人拥有大学生数、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衡量。 

以上数据中，创新型城市名单来自国家科技部网站，城市科技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发电量中煤

电比重由《中国电力统计年鉴》获取，其它数据来自 2006—2019 年的《中能源统计年鉴》、《城市统计年鉴》。相关变量描述性统

计如表 1所示。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础回归结果 

为了控制不同批次试点之间的禀赋差异，以证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果具有普适性，参考朱金鹤等[35]35]的研究方法，作如

下设计：一方面，采用未控制时间效应的单差分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下的双重差分模型，对比评估全样本下创新型城市政策对低

碳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回归结果如第(1)-(2)列所示；另一方面，利用双向固定效应下的双重差分模型分批次估计创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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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回归结果如第(3)-(7)列所示。考虑到数据滞后性，难以获得政策实施后 2018 年确立的第六批试点样本数

据，因此参考陈晨和张广胜[23]23]的研究，将第六批试点仅作为对照组，检验前五个批次的政策效应。 

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符号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I 碳强度 3850 6.875 0.911 0.332 19.158 

DID 创新型城市试点 3850 0.130 0.336 0 1 

Gather 经济集聚 3850 0.223 0.566 0.002 13.018 

TFP 全要素生产率 3850 1.439 0.328 0.240 2.949 

Structure 产业结构高级化 3850 0.887 0.497 0.094 9.482 

Population 人口总量 3850 0.045 0.031 0.002 0.340 

Finance 财政科教偏向 3850 0.014 0.015 0 0.212 

Green 绿化水平 3850 0.580 1.141 0.001 14.705 

Bus 公共交通 3850 0.067 0.253 0.001 8.115 

Student 人口素质 3850 1.708 2.284 0 13.112 

Open 对外开放 3850 0.018 0.019 0 0.196 

 

回归结果初步证明创新型城市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各批次的效果存在差异。一方面，在全样本下无论是采

用单差分模型估计还是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创新型城市试点对碳强度的政策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创新型城市政策在整体上能

够有效降低碳强度；而单差分模型下的估计系数明显高于双重差分模型下的估计系数，说明单差分模型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

策效应的高估。另一方面，2010 年、2011 年与 2013 年 3个批次的政策效应分别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而 2008

年与 2012 年批次的政策效应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2010 年仅有深圳 1 个城市成为试点，2012 年有 3 个城市成为试点，实验

组样本量较少，因此难以呈现政策效果；2010 年有 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成为试点，占试点总数的 54.17%,因此 2010 年批次的

政策效应系数估计值最大且最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假设 H1。 

3.2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是双重差分模型结果无偏的重要前提。借鉴徐佳和崔静波[1]的研究方法，对各城市面临政策冲击的年份以及该

年份之前的碳强度进行检验，若回归结果显示伴随碳强度变化处理组与对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则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

采用图示方法报告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图 2是在95%置信区间下创新型城市政策对碳强度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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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平行趋势假设检验结果 

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政策对城市碳强度的回归系数在政策实施前为正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实施前伴随城市碳强

度变化处理组与对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样本结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当城市入选为全国创新型城市试点后，城市创新政策对碳

强度的回归系数开始显著为负，且在政策实施后的 4 年内其绝对值呈上升趋势，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碳强度的抑制作用逐渐

提升；在政策实施后的 7～10年内该作用增速放缓，这可能是因为在试点政策推行初期，创新驱动下的城市转型空间较大，能充

分释放政策红利，进而降低碳强度，但到后期依靠单个政策难以持续维持抑制效果。 

3.3 稳定性分析 

(1)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 

为避免创新型城市试点获批并非是完全随机选择的结果，也为规避由其它不可观测、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导致城市低碳经济

发展能力存在差异，本文采用倾向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朱金鹤等[36]的研究，以控制变量作为匹

配变量，利用Logit模型和 K近邻匹配法进行假设检验，最终得到匹配后的样本 3649个。经过匹配处理后，各变量处理组与控

制组检验结果均接受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在此基础上，依据上述匹配结果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第(1)列所示。可以发现，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依然在 5%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2)替代变量法。 

本文采用能源消费强度作为碳强度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第(2)-(3)列所示，可以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

政策对能源消费强度的政策效应在 5%与 10%水平下显著为负，较之基准回归系数估计值有所上升。这一方面表明创新型城市具

有的节能减排效果并不因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而受到显著影响；另一方面表明相比碳强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能源消费强

度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3)子样本检验。 

由于创新型城市试点选择存在“挑选赢家”的行为动机，可能引发政策效应评估偏误。基于此，本文剔除处理组中的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与新一线城市子样本，重新估计创新型城市试点的低碳经济效应。可以发现，一方面，在剔除一线与新

一线城市后，回归结果依然在 10%水平下显著为负，佐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子样本政策效应的估计系数相较

于全样本结果有所上升，说明创新型城市试点对普通城市碳强度的抑制作用强于一线与新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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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除其它政策影响。 

由于在设定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时无法排除同期内其它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即无法回答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碳强

度变化是由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带来的，还是同时期其它政策带来。因此，本文依次将智慧城市(ZH)、低碳城市(DT)、文明城市

(WM)、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TJ)与环境保护重点监测城市(JK)5 种政策设置为虚拟变量纳入回归，以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对碳强度的净效应，变量界定方法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DID)一致。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回归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独立于其它政策之外对碳强度产生抑制作用。除文明城市试点政策外的智慧城市、

低碳城市、碳排放权交易和环境保护重点监测城市等试点政策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市节能减排；在推动效果上，碳排放权

交易政策>创新型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控政策。具体来看：第一，在纳入其它政策虚拟变量后

的第(1)-(6)列中，创新型城市试点对碳强度的政策效应依然在 1%或 5%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具有降低碳

强度的净效应。第二，ZH、DT、TJ 和 JK 政策在第(1)、(2)、(4)、(5)和(6)列中均保持 1%或 5%水平下的负向显著，且除第(3)

列外，创新型城市估计系数的绝对值相较于上文回归结果(-0.082)均有上升，表明除文明城市外的其它 4 种城市政策也能够降

低碳排放强度，而创新型城市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为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和碳排放交易权和环境保护重点监控试点政

策的实施而得到增强。第三，从第(6)列中各政策试点的估计系数不难发现，TJ>DID>ZH>DT>JK,表明创新型城市政策与其它试点

政策在降碳减排效果上存在差异。①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效果明显优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这可能是由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是市场化减排利器，相比于行政命令型的环境规制方式，更能激发企业降碳的内驱力，因此能够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②智慧城

市试点政策效果仅次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这可能是由于智慧城市试点与创新型城市试点在政策目标上具有相似性，均具有

推动科技进步、促进创新赋能的试点建设要求，因此在政策效果上较相近；③相比其它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测城市试点政策的

降碳减排效果较弱，这可能是因为环境保护重点监测城市试点政策是针对企业污染排放展开，而非碳排放，但污染排放与碳排放

具有同根同源、共同治理特征，因此该政策具备降低碳强度的效果但效果一般；④文明城市的政策目标更加偏向城市道德素质建

设，而道德素质的提升周期较长且在实践中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弱于正式环境规制，因此不能显著促进城市碳强度下降。 

(5)反向因果检验。 

为通过实证进一步排除低碳强度地区更容易获批创新型城市的可能性，参考逯进[35]的研究方法，将创新型政策试点作为被

解释变量，且考虑到环境改善存在一定时滞性，因此将滞后两期的碳强度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可以预见的是，若回归结果显

著则证明碳强度低的城市更容易获批创新型试点，反之则证明创新型试点获批与城市碳强度无关。可以发现，第(1)-(6)列均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创新型城市评选指标涉及创新要素集聚、创新创业环境、创新社会贡献等

多个方面，而低碳发展只是创新贡献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城市碳强度较低更容易获批试点的可能性。 

3.4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由人为设定或遗漏变量引起的系统性偏误，进一步通过安慰剂检验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①构建虚拟的创新型

城市政策时间，以创新型城市试点获批前的 1～3年作为政策虚拟变量，纳入模型重新回归，结果如第(1)-(3)列所示；②构建虚

拟的创新型城市试点，从每批次随机抽取相同样本量的城市作为假设的各批次试点，建立虚拟政策变量并重新回归，(4)-(8)列

所示，结果显示，创新型城市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不存在人为设定的可能。(1)-(8)列的政策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

明创新型城市政策效应只在国家科技部网站公布的既定时间和既定城市下才显著，基准回归结果不存在系统性偏误，研究假设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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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验证。 

4 中介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指出，创新型城市试点能够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三种效应助力低碳经济发展。为了进一步检验创新型城市政策对

碳强度的影响机制，以经济集聚代表规模经济效应，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升级代表结构转型效应，参考胡

兆廉等[24]、朱金鹤[35]的研究方法，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Mediait 为中介变量，其它变量含义与前文一致，模型(5)为创新型城市虚拟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方程，模型(6)为

创新型城市虚拟变量与中介变量共同对碳强度的回归方程。可以预见的是，基础回归中，在α1显著的情况下，若β1、γ1与γ2

均显著，则说明 Mediait 在创新型城市的低碳经济效应中承担部分中介作用。 

回归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经济集聚程度、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三条通路发挥规模经

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结构转型效应，进而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具体来看：第(1)列为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创新型城市

政策对碳强度的系数估计值为-0.082 且在 5%水平下显著，满足机制检验的前提要求；第(2)-(7)列分别为三大效应机制检验结

果。一方面，创新型城市政策对经济集聚、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在 1%或 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创新型城市

政策能够诱发三大效应。另一方面，经济集聚、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碳强度的影响均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为

负，说明三大效应发挥能够有效降低碳强度。同时，加入中介变量的创新型城市政策对碳强度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较基准回归有所

降低，进一步说明三大效应在创新型城市助力低碳经济发展中承担部分中介作用。至此，假设 H2、H3、H4得以证明。 

5 异质性分析 

(1)地理位置异质性。 

本文构建地理位置虚拟变量(D1),按照地理位置，将样本划分为东部(D11)、中部(D12)和西部(D13)三组，将地理位置虚拟变量

与政策变量交互项带入模型，分析地理位置异质性下创新型城市政策对碳强度影响的差异，第(1)-(3)列所示。结果显示，创新

型城市政策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呈现由东到西递增的空间差序格局。其原因可能是，相比于中西部城市，东部城市碳排放强度初

始值较低，经济发展并不依赖于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因此创新驱动的边际作用有限；而中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集群地，地

区工业化尚处于起步上升阶段，依靠创新驱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因此创新驱动的边际作用较显著。 

(2)人口规模异质性。 

本文构建人口规模虚拟变量(D2),结合《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样本划分为超大特大型城市(D21)、Ⅰ型大城

市(D22)和Ⅱ型大城市(D23)三组，将人口规模虚拟变量与政策变量交互项带入回归模型，分析人口规模异质性下创新型城市政策

对碳强度影响的差异，回归结果如第(4)-(6)列所示。结果显示，人口规模与创新型城市碳强度抑制效果呈现倒 U型关系。其原

因可能是，一方面，超大与特大类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要素利用效率、要素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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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创新型城市政策的边际作用有限；另一方面，人口是城市发展的生产力与消费力，而Ⅱ类大城市人口规模较小，集约式发展

所需的内在驱动力和人才聚集力均不足，因此Ⅰ类大城市创新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 

(3)行政等级异质性。 

本文构建行政等级虚拟变量(D3),将样本划分为高行政等级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D31)与普通城市(D32),将行政等

级虚拟变量与政策变量交互项带入回归模型，分析行政等级异质性下创新型城市政策对碳强度影响的差异，回归结果如第(7)-

(8)列所示。结果显示，创新型城市对副省会、省会城市碳强度的抑制作用强于普通城市。其原因可能是，行政级别高的城市积

累了更多要素存量，且相较于要素匮乏的一般地市，高等级城市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能灵活自主地调配资源，集中力量谋创

新优势。 

(4)资源禀赋异质性。 

构建资源禀赋虚拟变量(D4),按照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通知，将城市划分为资源

型城市(D41)与非资源型城市(D42),将资源禀赋虚拟变量与政策变量交互项带入回归模型以分析资源禀赋异质下创新型城市对碳

强度影响的差异，结果如第(9)-(10)列所示。结果显示，资源型城市创新对碳强度的抑制作用强于非资源型城市。其原因可能是，

非资源型城市的初始资源依赖度较低，创新水平相对前沿，创新驱动下的转型空间小于资源型城市，而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总量

与碳度均处于高值，实施创新驱动的边际效用更显著。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创新驱动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而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问题的必然选择。本文将2008年开始实施的创新型城市试点

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5—2018年全国 275 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降低碳强度

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得出：①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在降低碳强度的基础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且各批次的推动效果

具有差异，不同试点政策的推动效果依次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型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

控政策；②创新型城市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经济集聚程度、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3条路径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技术进步效应与结构转型效应，进而助力低碳经济发展；③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抑制碳强度的边际作用呈现出由东到西递增的

地理空间差序格局、由高到低递减的城市等级差序格局，人口规模与碳强度抑制效果呈现倒 U型关系，资源型城市的试点效果优

于非资源型城市。 

本文政策启示为：第一，促进城市创新与低碳经济深度融合，完善创新型城市试点的顶层设计。一方面，应加大创新型城市

试点专项资金支持，通过财政补贴、融资优惠和绿色金融等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低碳技术突破；另一方面，应提

高创新型城市试点考核中低碳创新指标权重，以绿色低碳为导向对城市创新成果进行评估。第二，以技术进步引领产业结构高级

化，以经济集聚带动经济发展集约化。一方面，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途径，应以技术进步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落

后产能淘汰、推动需求结构改善、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园内部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发挥经济集聚的规模

效应，并以城市为依托，形成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基础的要素聚集高地。第三，发挥不同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鼓励城市发展因

地制宜。一方面，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与低碳城市是标杆型激励方式的代表，在标杆型激励获得治理成效的同时，重视并落实

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型激励方式，辅之环境重点监控等反激励方式，或在多重嵌套政策下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创新型

城市建设需因地制宜，如技术突破类创新任务应加大向东部与高行政级别城市分配，技术利用与学习类创新任务加大向Ⅱ类大

城市与资源型城市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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